语言的力量
http://www.gmw.cn 2007-04-05 
　　演讲人：雷颐  ：2006年10月25日  地点：北京第三极书局 

	■特约主持人开场语 

　　人类的生活离不开语言，有了语言，我们才可能交流思想和知识，而语言的背后又蕴涵着丰富的文化和时代的精神。语言既是人类文明的标志，又使人类摆脱了一个个单独的个体的存在模式，使相距千千万万里的人们、使相差千千万万年的人们合成一个群体，使后来的人类，可以不断地站立在前人的肩膀上，从而成为巨人。 
　　在语言的发展、交流过程中，存在着怎样的规律，语言怎样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我们又应该怎样对待语言交流带来的文化通融？雷颐先生是研究历史的，他将从近代中国历史的角度来给我们解释这些问题。 

	


　　雷颐:各位朋友，我非常高兴今天有机会和大家互相探讨这个问题――语言的力量。我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当然以近代中国的新词为中心。大家知道，在人类的相互交流中，最重要的工具就是语言。而语言本身又是最重要的文化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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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历 

　　雷颐,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研究员。小学还没毕业“文革”开始，于是下乡插队当农民，当兵，当工人。1978年考上大学，1982年考上研究生。于是走上“历史研究”这条路。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思想史、中国近代知识分子与当代中国史。 

　　著作有《取静集》、《时空游走：历史与现实的对话》、《经典与人文》、《图中日月》、《萨特》、《被延误的现代化》等。译著有《中国现代思想中的唯科学主义》、《在传统与现代性之间》、《胡适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选择》等。

一、语言的发展能导致社会的变化
　　语言的发展主要表现为新词汇的产生，新词汇表示新事物的引进，新事物包含着新知识，新知识孕育新的话语体系，这些将导致社会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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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梁启超、邹容、陈天华等人的著作中，革命、自由、时务等词语被赋予新的内涵，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 　　

　　大家知道，语言的发展最直观的表现之一就是新名词的产生。一种新名词就表示一个新的事物。人们在和别的民族交往过程中，不断会传递一些新的词汇。这些新词传进来以后，往往有几个层面的意义：最表层的就是表现新事物、新知识。比如我们现在在这里用麦克风，“麦克风”就是一种外来的新事物，中国原来没有这种事物，你必须用这个新词描绘它，给它进行定义。那么在这个表层面之下，还有进一步的意义，就是一种新的知识。人在麦克风之下说话为什么声音这么大？现在声、光、电繁荣知识告诉人们声波怎么转化成电磁波等等，这是一种新的知识。再进一步说，在这种新事物、新知识之下，还有一个层面影响更深远，就是一种新的思想、新的观念、新的价值体系，用现代的话说叫新的话语系统，这是更重要的！附带说一下，“麦克风”是最早的音译，后来改用“话筒”，“麦克风”几乎已从我们的语言中退出，但现在人们又开始越来越多地用“麦克风”，还发展出“耳麦”、“麦霸”等等。同样，“巴士”也是一种车的音译，早已被“公共汽车”、“面包车”取代，但现在又“卷土重来”，有“大巴”、“中巴”、“小巴”，还有的城市成立了“巴士公司”。从这种音译词的消失到重现，如果仔细探究，后面有很深的社会背景呢。 

　　比如说近代引进的一些新词：“科学”、“民主”等，这与中国传统的格物、民本已经是完全不同的话语了。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党”，这个词在中国传统汉语里也有，但那是一个很负面的意思，直到今天这种负面的意思在语言中也还存有遗迹，像我们说“君子不党”、“结党营私”，“死党”等。但是，党这个词在近代从外国引进后，就相当程度修改了中国传统汉语中“党”这个词汇的意义。“党”这个词几乎完全成为具有现代政治意义的一套话语，对中国社会的影响深远。又如劳动、劳动者、劳动阶级、劳动神圣这些词，对中国近代政治、对鼓舞人民参加社会活动都起到很重要的作用。 

　　我还要特别说说“革命”这个词，因为以“革命”为代表的这套话语是中国近代社会剧烈变化的一个助燃剂。 

　　梁启超在1902年专门写过“释革”这篇文章，他说汉语“革命”含有英语Reform和Revolution这两个意思：Reform是根据一个事物本来的面目而进行的一些改良、改善，比如像英国1832年的革命实际上就是Reform。而Revolution的意思则是像轮子一样，把一个事物完全颠倒了，比如说法国1789年的Revolution就是革命。梁启超当时在日本，日本人把这两个词分别翻译成改革、革新和革命。日本人借用了汉语中“革命”这个词，但汉语中提到的革命是指王朝的易姓，新王朝推翻了一个旧的王朝，所以不是现代意义上的革命。1904年的时候，梁启超又写了《中国历史上革命之研究》，他把革命分了三个层次，认为革命有狭义、次广义和最广义三个层次：最广义的革命是指社会上一切有形无形之事物所发生的大变化，不论是观念的、物质的，还是一个制度发生的根本性的变动；次广义的革命就是指用暴力手段，用一个新时代取代一个旧时代；最狭义的革命是指专用兵力来推翻中央政权。 

　　现在“革命”已是一个常识性的词，但刚刚引入中国的时候，人们都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所以梁启超就对革命这个词做很多解释。 

　　刚才这几个例子说明，新词的引进，实际上就是一种新事物的引进，新事物包含着新知识，新知识之下孕育一种新概念、新的价值体系、新的话语体系。这些新的观念、新的话语体系必将导致社会的变化。现在我们语言中的“党”与传统的“党”完全不同，所说的“革命”与传统“成汤革命”、“汤武革命”中的“革命”完全不同。新词引进说明，在人类交往的过程中，不同的语言总是在互相影响。

二、不同语言的相互影响是不均衡的
　　语言是非常“势利”的。在实际情况中，语言的影响主要是单向的，即从经济、文化、政治发达的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
　　我们知道，在不同国度、不同民族，甚至同一国家内不同地区之间，都各有各的语言，像咱们国家就有许多方言。随着人类交往的增加，不同的方言，不同的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总是在互相影响。但是通过研究语言互相影响的历史就会发现，语言的影响并不均衡。从语言影响的强弱可以看到一个国家经济力量的强弱，或者可以称之为包括政治制度在内的“软力量”是强还是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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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文的假名写法来源于汉字的草书，可见汉语对日语的巨大影响。


　　我们通过观察中国近代词汇以及其他地方、民族词汇的发展变化，不难发现，实际上语言也是非常“势利”的。从道理上讲，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语言影响应该是相互的、平等的、双向交流的。但在实际情况中，语言的影响主要是单向的，即从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向落后地区流动。要想取得与他人的平等权，自己的经济、文化、政治要足够发达、强大。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人们从心理上愿意使用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语言。 
　　经济文化发达，这个民族或地区所用的语言有优势，那些经济、文化落后的地区就受它的影响；反之，落后地区的语言、方言很少能影响经济发达地区。比如今天我们称东亚的一部分地区为“汉字文化圈”，因为过去像朝鲜、日本这些地方都使用汉字。在当时，中国的经济发达、文化灿烂，比其他国家强，所以中国的文字、语言就影响了它们。 

　　再举一个例子：东晋的时候，那些“南渡”的贵族、士族以说洛阳话为荣，歧视当地的吴语，因为吴地当时不如中原文化发达，说洛阳话一方面是思乡，一方面是“雅”的象征。但现在，“吴侬软语”已不再被当作低级、落后的象征了。 

　　现在好多外乡人到上海、北京这样的城市，如果想在那儿扎根，就要尽量说上海话和带着京味儿的普通话。当然也不是只有中国这样，在法国作家巴尔扎克的小说中，也经常写到外省的青年到巴黎去奋斗，要改变自己的命运，首先就要尽量脱掉外省的口音，变为巴黎口音。以前俄国的贵族都是以说法语为荣的，他们彼此交谈都要说法语。他们就是说俄语的时候，都故意有一点法国腔。贵族家庭都要请法国家庭女教师，以至旧的俄国小说中经常的情节是家庭男主人与法国女教师的暧昧关系。我记得著名的小说《安娜�9�9卡列妮娜》好像就是以女主人公哥哥和法国家庭女教师的暧昧关系引发家庭矛盾，她去调解引发开头的。为什么俄国贵族要说法语呢？因为他们自己都认为，在当时世界上，或者说在欧洲文化圈里面，俄国的文化不如法国的，所以他们的上层人以说法语为荣，作为身份的一个高贵的标志。现在你到北京“国贸”附近的咖啡馆坐坐，就会听到那些“白领”们说话时不时夹杂英语。 

　　这种心理，你可以不喜欢、不赞同，甚至说是“不健康”，但千百年来就是如此。 

　　第二，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语言更容易大面积流行。 
　　英语是现在公认的“强势语言”，但其中许多音乐方面的词汇，却是来自意大利语，说明意大利音乐的发达，英语再强，在这方面也不能不受它的影响，从中吸取词汇。 

　　再比如近代上海是近代中国的经济、文化最发达的地方，所以它的方言词汇就有可能进入普通话，成为全国通用的语言。例如我们经常用的“寻开心”、“阴阳怪气”等，原来都是上海方言。北京是“首善之区”，京话当然更容易在全国流行，随着电视的普及，一些带有北京特色的文艺作品在全国流行更快，于是那种北京街头巷尾的语言和一些北京方言，也更快在全国流行开来。改革开放以后，广东省的经济发展快，于是粤语北上，形成了粤味的普通话：吃完饭了“埋单”，把一个事情“搞定”，还有“生猛”、“炒鱿鱼”等等。我1984年到广东出差的时候，见到很多美发店有一个字是“?”，不知道念什么、什么意思，查字典才知道就是“蒸”的意思，现在北京的大街上满街都是“?油”、“盐?鸡”什么的，没有写“蒸油”、“盐蒸鸡”的。有意思的是，“埋单”被普通话改造成“买单”，一些广东人反而认为“破坏”了粤语的“纯洁”，提出抵制、反对，说是要“保卫粤语”。我开玩笑说，这些年粤语对普通话的“破坏”还少啊！这种只允许粤语“破坏”普通话，不许普通话“破坏”粤语的观念，与许多人认为这些年粤语大大“破坏”了普通话的“纯洁”性，所以要抵制、反对粤语的观念一样，都是“语言原教旨主义”。 

　　事实说明，只有政治、文化中心或者经济发达地区的语言，才有可能“大面积流行”，它的一些词汇才可能成为官话、普通话的一部分，而其他经济不发达地区的语言只能是边缘，很难登大雅之堂。 

　　第三，经济文化不发达地区的词汇、语言，需要一种权威的认可才能进入主流语言。 
　　上面两种是通常的情况。大家可能会提出反对的例子。比如我国的东北农村经济文化就不十分发达，但像以赵本山为代表的东北小品演员却很了不起，把一些东北土话，像“忽悠”这个词，楞是靠自己的表演、自己的才华使其逐渐成为全国的流行词汇。但是最重要的一点是，赵本山的语言在电视小品中本是作为“笑料”出现的，也是通过中央电视台这种权威的认可，才开始在全国流行的。这就说明，一个经济文化落后地区的词汇、语言，要想进入中心，成为流行语、普通话的“一分子”，实际上仍要经过文化中心的认可之后，才能够进入主流语言中，这时才能取得一定的话语权。

三、中国近代的新词是怎样登上历史舞台的
　　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遇到了一种新的挑战，这时候中国开始一点一点地接受了新的词汇，新词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中，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 
	[image: image8.jpg]



	[image: image9.jpg]




	京师同文馆旧址
	　   江南制造局的翻译馆内景。在中国近代史上，这些翻译机构担负起了为中国引进国外科学技术知识、翻译国外科技文献的重要任务。 


　　咱们现在要讲一下中国近代的情况。在近代以前的东亚文化圈之内，中国文化确实是最优秀的，所以中国认为我就是天下，我就是世界。鸦片战争之后，中国文化遇到了一种新的挑战，这时候中国开始一点一点地接受了新的词汇，新词开始进入了中国人的语言中，并影响到中国人的思维。 

　　1.反对者也不得不使用新词 
　　新词刚开始产生的时候，也是往往被别人作为笑料的。比如当时有几句打油诗： 

　　“阳历初三日，同胞上酒楼。一张民主脸，几颗野蛮头。细崽皆膨胀，姑娘尽自由。未须言直接，间接也风流。” 

　　“处处皆团体，人人有脑筋。保全真目的，思想好精神。中心点最深，出门呼以太，何处定方针。” 

　　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这个有什么好笑的。但当时“团体”、“脑筋”、“目的”、“精神”、“中心点”、“以太”、“方针”这些词都是中国人闻所未闻的“新词”。这些新词进来的时候确有很多人嘲笑，曾遭到了强烈的反对。现在人觉得一点不好笑的词汇，在当时就被认为十分可笑。 

　　湖南有一个保守派人士叫叶德辉，在维新运动时就痛斥这些词，提出来要辨文体，他指责说：“异学之?词（按：?音“毕”，?词指邪僻的言论）、西文之俚语，与夫支那、震旦、热力、压力、阻力、爱力、抵力、涨力等字触目鳞比，而东南数省之文风日趋诡僻，不得谓之词章。”当时维新运动在东南影响比较大，维新派的报纸上这些新词汇用得多，他认为这种文风就不能成为词章。 

　　另外两个例子更有名：当时清朝的大员中有一个张之洞，以开明著称，但就连他也反对用新词。他有一个姓路的幕僚，一次帮他起草文稿时用了“健康”这个词，张之洞一看这个稿子勃然大怒，批了几个字就把这个稿退回去了。他说：“健康乃日本名词，用之尤觉得可恨”。这个姓路的幕僚对新词比较了解，他写了几个字将文稿又交了上去：“名词乃日本名词，用之亦觉可恨”。历任湖广总督、两江总督的端方，在一次批阅学生“课卷”时写到：“谓其文有思想而乏组织，惜用新名词太多。”他不知道，“思想”、“组织”也是新名词，因此成为一时笑谈。 

　　反对用新词者如张之洞、如端方，也无法摆脱新词，历史的舞台上这些新词不可避免地登场了。这使我想起了一个俄罗斯的谜语：不是蜜，但是能黏住一切――谜底是“语言”。 

　　2.近代中国通过日本来了解西方，这表现为对日本新词的引进 
　　甲午战争之前，哪怕是先进的中国人，也看不起日本。甲午战争之后，中国被日本打败，中国开始向日本学习。1900年前后，大批的中国留学生赴日，由于中日同文的原因，日本习惯用汉语的词汇翻译西方的词汇，这些词又被那些留学生大量带回中国来，因此从日本转译过来的西方书籍，远远超过了当年中国人直接翻译的西方著作。 

　　梁启超流亡日本后，写了一篇文章说，应该向日本学习，这样你才能掌握西方的新词汇、新知识、新观念。他说自己住日本数月，开始学日本文，读日本书，才能见到从前没有见到过的那么多书。大家知道，在那个时代梁启超应该是中国新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了，但他通过在日本的学习，竟觉得自己就好像在“一个黑暗的房间里突然看到了光明”，在“很饥饿的时候突然有一顿酒肉”的感觉。过了几年梁启超又写文章回忆他在日本的经历。他说在日本一年后使自己的“脑质”为之改变，思想言论与前者相比好像两个人。梁启超原来写文章多数是用中国的术语，从日本回国后就改用日本的新词。所以他说社会的事物越来越复杂，新事物的出现就会有新名词的出现。一个新的东西，一个新的制度，一个新的意境出现，就会有一种新的名词来描绘它，来定义它，来传播开来，新新相引才能不断的进步。 

　　1900年以后，中国新知识的翻译工作，几乎都集中在日文书上了：当时差不多每一所日本学校的教科书都译成了中文，连一些日本教员的讲义都翻译成了中文书。大家知道百科全书对知识的分类是有一种规范作用的，这个时期中国也把日本的百科全书翻译过来，其中发行最广的是范迪吉译编的《编译普通教育百科全书》，当时影响不小。这套书包括了“知识”的各个领域，共分八大类：宗教和哲学六种，文学一种，教育五种，政治法律十八种，自然科学二十八种，实业（包括农业、商业和工业）二十二种，其他两种。这套书使用的是标准的日本术语，对中国各类学科术语的规范化起了重要作用。 

　　中国有一个大翻译家严复，在近代新知识、新思想的引进中起了很大的作用。但是从日本翻译过来的新词，很快就取代了严复翻译所用的词。如严复翻译了穆勒的《逻辑学》，但他没有用“逻辑”这个新词，而用了中国传统的“名学”一词，翻译成《穆勒名学》。后来人们从日本引进“逻辑”这个词，很快就代替了“名学”。这样的例子很多，比如说经济、哲学、服务、组织、纪律、后勤、健康、商业、干部等等。现在我们说话有太多的词都是当时引进的新词，如果现在统统把这些词排除出去，我们几乎就没有办法说话了。可见这些新词对我们生活影响之大。 

　　以上以点代面，我们简单回顾了一下近代中国新词汇产生和发展的情况。正如梁启超所说，有新事物、新思想，就会有新词汇。

四、我们以什么样的态度来对待语言
　　对新词主观抵制行不通，而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语言的发展，并不会导致我们传统文化精华的萎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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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留学生在学习中国书法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刚才我们了解了近代中国以新词为代表的语言发展过程，这能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1.片面排斥的历史教训 
　　其实近代中国的大门是先于日本被西方打开的，中国对西方的了解实际上也先于日本。日本在开始明治维新的时候，还通过中国来了解西方，比如铁路、铁道，公法、选举，化学、细胞等词汇，就是日本从中国引进的。后来为什么中国会落后于日本，反而不得不从日本大量引进新词，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整个社会在近代开始的时候对西方的语言及其带来的知识，采取一种抵制、排斥的态度。 

　　举个最典型的例子：在第一次鸦片战争的时候，林则徐作为有见识的中国官员，就开始广为搜集西方各国的材料，并让人编《九洲志》，翻译了一些关于世界地理的书。他还利用华侨搜集了大量的西方的报纸进行翻译。但是他的这个工作却受到了从上到下的排挤，当时大多数官员认为林则徐破坏了中国的文化，让狄夷的东西影响了中国。后来林则徐把收集的材料交给了好友魏源，魏源整理后编成了《海国图志》。《海国图志》着重介绍了外国的机器、先进的武器，并提出了“师夷长技”的观点。结果很多人看了这本书感到震惊，认为是宣扬狄夷之技加以排斥，这本书在当时的中国也没受到重视。但这本书传到日本后，在短短几年内就翻印了21版，对日本的明治维新起了一定的启蒙作用。大家看，林则徐、魏源编写这本书是为了启发国人，但是他们受到了国人的排斥；相反日本人对此书如获至宝，经过明治维新变得强大了，反过来又侵略中国。 

　　历史的教训告诉我们，对新语言及其带来的新知识，如果片面排斥，那只能使自己变得落后。 

[image: image11.jpg]



李阳的“疯狂英语”授课场面。开放的态度并不会使一个民族的语言在交流中萎缩 
　　2.主观抵制行不通 
　　应该承认，从近代开始，绝大多数中国的新东西都是通过西方引进，语言也是这样。如果你一定要把这些词都排挤出去，我们还怎么说话？新词的使用是自然而然的，主观抵制行不通。 

　　比如说“Taxi”，大陆译为“出租车”，香港称“的士”。改革开放之初，有文章公开说不能称“出租车”为“的士”，因为香港是殖民地，我们现在再用香港的话，就是“自我次殖民地化”。但现在很多人都管乘出租车叫“打的”，“打一个的”。 

　　后来还有一个争论：说计算机不能叫“电脑”，因为“电脑”是说机器有脑子，也就有思维，思维是和人的实践相联的，机器不可能有实践，怎么能和有思维的人脑相提并论呢？所以说用“电脑”这个词是唯心主义的，不能用“电脑”这个词，只能用“计算机”。但是现在，大概说“电脑”的人比说“计算机”的人还要多，起码不会少吧。 

　　还有越来越多的青少年习惯用港台腔的词汇。比如用“哇”、“耶”表示惊叹。过去有许多规定，不许用这样的词汇，其实也没有什么效果，新一代自然而然就是这种表达方法了。现在常用的“作秀”也来自港台，是译自英语的“show”，就是表现、表演、显摆的意思，刚开始这个词也是少数时髦青年才用，现在不是也成为普通话了？我就多次在一些主流媒体上读到文章，告诫领导干部要做实事，不要“作秀”摆花架子。来自台湾的词汇还有很多，如“资讯”、“提升”、“考量”，与我们原有的“信息”、“提高”、“考虑”已开始并用。这种影响当然也不是单方面的，比如以前主要是台湾词汇单向影响内地，现在随着内地经济的发展，许多内地词汇也在台湾流行，简化字在台湾的影响也越来越大。对此我以前知道得不多。因为我一直关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港台词汇对内地的影响，但不久前几位来京的台湾学者对我说，以前内地词汇对台湾几乎没有影响，但近几年内地经济强大，内地词汇在台湾的影响也大增，并且越来越大，还举了一些例子。我记得有一个词是“氛围”，说开始他们不知道内地经常用的“氛围”是什么意思，现在懂了，他们也常用这个词。看来由于所处环境不同，我们感受更多的是台湾词汇对内地的影响，而他们感受更多的是内地词汇对台湾的影响。这也证明了经济发展对语言、文化取得“平等权”的重要性。这种互动，对两岸的理解、交流、统一应有正面意义吧。 

　　前年胡锦涛总书记和连战主席举世瞩目的会谈，新闻公报就说“正视现实，开创未来”是国共两党的共同“体认”，双方决定共同发布“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这多次出现的“体认”、“愿景”(vision)，立即被收入即将付印的新版《现代汉语词典》。事实说明，我们的最高领导层并不排拒来自台湾的词汇。 

　　前面讲到“方言”对“普通话”的影响，主要是讲事实上如此，普通话是我们祖国大家庭共同的语言，大家都可以、也都有权为普通话作贡献嘛！就看谁的本事大，贡献做得多。生猛、炒鱿鱼、忽悠不是使我们的普通话更生动、更丰富嘛。当然，语言是随社会发展自然而然发展的。总之，这种影响、互动是不以人的主观意愿为转移的。 

[image: image12.jpg]THE 2288 TIMES






 INCLUDEPICTURE "http://www.gmw.cn/images/2007-04/05/xin_320404050654406325719.jpg" \* MERGEFORMATINET [image: image13.jpg]THE 2258 TIMES

Bernard Matthews fa
illegal’ imports inquiry





 INCLUDEPICTURE "http://www.gmw.cn/images/2007-04/05/xin_3204040506548591305220.jpg" \* MERGEFORMATINET [image: image14.jpg]



    今年2月，有200多年历史的英国《泰晤士报》在头版位置刊登教汉语的内容，这是《泰晤士报》历史上头版首次出现汉字。 
　　3.以开放的态度对待语言的发展，并不会导致我们传统文化精华的萎缩 

　　在当前社会飞速发展的时代，语言毕竟是五光十色的，雅俗共存，鱼龙混杂。我认为无论是方言还是外语，都使我们语言更加丰富。从前日本通过中国来吸取新词汇，后来中国又大量的从日本吸取新词汇，这种师生易位就说明了想以保守、封闭的方法来保护民族传统文化，结果适得其反，在许多方面更加被动。可见，想靠封闭来弘扬发展民族文化根本不可能。语言的影响力以一个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作为载体，表现更明显。 

　　比如韩国，现在全国都在轰轰烈烈地学英语，而且政府还提供了财政支持――建了英语村，提供封闭式的学习环境。现在韩国的英语教学是从小学三年级开始的，据说以后更是准备从一年级就开始英语教学。韩国很多家长，很早的时候就把小孩送到美国或其他英语国家去。还有更过分的，据说韩国人舌头的形状影响学英语，所以有些家长给自己孩子的舌头作手术，“整舌形”。那么韩国自己的语言文化是否就因此萎缩了呢？恰恰相反，现在在全世界范围内，韩国的文化掀起了强劲的“韩流”，中国，日本等东亚国家更是受到“韩流”的影响。韩国的轰轰烈烈学英语和当下“韩流”的涌动，其实有种内在的联系。 

　　大家都知道王世襄先生吧，他对中国古典文化，如家具、瓷器，甚至对鸽哨、蝈蝈笼、葫芦等都有深厚的研究。同时，他的英语也非常好。这就说明，汉语和英语并非就是对立。现在有人提出一种观点，认为社会上人们学英语的氛围热过了头，会影响、冲击汉语的使用。其实我们从近代的历史来看，众多有作为的学者都是中文功底好，又能兼通一门外语的。冯友兰、钱钟书、季羡林、周一良、闻一多、陈梦家、侯仁之……多得举不过来。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研究而言，他们都是“国宝”级的人物，但他们的外语不都很好吗？ 

　　当下在全球也出现了一股“汉语热”，当然有人不同意，认为还不热，但我认为这是相对而言的，现在学汉语的外国人比从前多得多，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热”。在改革开放以前，我想这种汉语热是不会出现的，恰恰是我们打开国门、逐渐融入世界，中国的经济飞速发展，别人才会来学习汉语。所以我认为国内的英语热与国外的汉语热之间有一种辩证的关系，与韩国英语热和“韩流”的关系一样，只有开放、改革，才能增强中国的国力，中国的文化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才能有吸引力，中国的语言才有可能在世界广泛地使用。随着印度软件业的发展，印度一些语言对英语有明显的影响，最近有英国媒体报道说，随着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近来英语也开始受到汉语的影响。 

　　总之，只有打开国门，对外开放融入到全球的潮流中，这时候你的文化也才能对全球文化有影响，你想封闭起来，采取排斥抵制的态度，你的文化、你的语言对外也是没有多少影响力的。 

　　今天我就讲到这里，希望和大家更多探讨一些问题，谢谢！

■问答
　　提问：刚才您提到的若干新词，实际上都是近一百年来新产生的。我想了解一下，语言或者文字，其本身就是一种文化传统，那么在新的语言形态中，中国的文化传统是不是还发生作用？是否可以说新的语言会促使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而与传统的文化毫无关系？ 
　　雷颐：我想你要问的就是新词（或者说语言）和传统文化之间是怎样一种关系。我觉得可以看作一个谱系。一般而言，高雅的文学性语言离传统的文化就近一点，但像政治、社会科学领域的语言词汇，往往跟传统相隔比较远，而自然科学的语言与传统最远，恐怕里面没有多少传统语言。语言的变化当然是改变传统，但也应看作是传统的发展。比如我们写文章的时候用白话文，但是如果需要还是会引用一些唐诗宋词的。 

　　提问：刚才您提到的白话文，还有简化字等，使中国的语言从文言走向口语。但流传下来的古典诗歌散文，都是通过文言传递下来的。那么白话文是否也能像文言文一样，创造经典并流传后世？ 
　　雷颐：让我这样一个搞历史的人预测未来是很冒险的事情（笑），我就谈一下自己的看法吧。我觉得在后世那些经典的文言文当然还是依旧会流传下去。人类历史上已有的美的东西都会被后人学习、继承、模仿。但我今天讲的主要是作为日常交流中的语言，是现在人们生活中使用的白话文，而且白话文还在不断变化。其实从清末就出现了白话报，假以时日，白话文也一定能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经典。其实，已经有许多白话文学作品成为经典了。 

　　提问：既然您说语言是文化的载体，那近代中国一百年来，大家都用这些新词来定义我们的文化，那中国人的身份难道只是一个国籍符号吗？它的文化内涵在什么地方？ 
　　雷颐：我觉得这个“民族身份”就看你怎么界定了。比如说按照辛亥革命以前的文化、服饰定义身份，那么我们现在就都不是中国人了，因为我们的服饰（满族的服饰）、我们的辫子都没有了。我觉得文化在变动之中，所以作为符码的“民族文化身份”也在变动之中。并不能说你背多少唐诗宋词就是中国人了，如果一百多年以前的人看我们，会认为我们从服饰、到语言已完完全全成为“洋鬼子”了。但是直到现在，我们仍然认为自己还是中国人。 

　　提问：我前一段接触了一些东南亚的华人，发现其中许多人英语说得非常流利，汉语却要重新学习。是否语言就是一个工具，相对于它背后所含的文化意义、文化身份，是次要的呢？ 
　　雷颐：我刚才讲了语言很“势利”，哪个地方的经济、文化、政治力量强，其他的人就要学哪个地方的语言，很可能以后东南亚的华人会更多地学习汉语。比如1997年以前我到过香港，香港地铁上是没有普通话报站的，而1997年以后就有了，这反映出政治对语言的影响。语言当然是最重要的交流工具，但又不只有工具的意义，语言在工具性功能外还有文化、价值意义，通过语言交流，人们能对彼此的文化、价值有更多、更深的了解。 

　　提问：钱钟书先生的中文和英文水平都特别好。但是钱先生一些著作，他自己要求出版的时候要用繁体字，有的著作还是用文言写的。那么是否在传统经典文化的领域，一定要保持语言纯粹性才能研究呢？比如用英语就无法研究唐诗。 
　　雷颐：作为学术研究来说，通过语言研究经典还是应该这样的。像刚才说的王世襄的英语非常好，但同时他又很懂传统文化，所以两者并不矛盾。所以我还是想说现在的问题是学生学习中文或外语，常常两者都学不好：有许多人中文水平不行，而英语也同样不好。我觉得这是教育环境、体制问题，是学习的态度或方法问题。我们的国家曾经出过那么多中、英文都好的“大家”，如何借鉴他们所受教育的教育体制，是应该认真思考的。总之，不能认为要学好中文，就一定要少学甚至不学外语才好。 

　　提问：我觉得日本对西方的研究始于中国的乾隆时期，当时日本还有专门研究荷兰的“兰学”，为什么说中国对西方的了解早于日本呢？ 
　　雷颐：日本在近代“开国”以前，幕府曾多次发布“锁国令”，限制日本与外国的一切往来，只剩下长崎这一个地方与中国及荷兰维持着微弱的联系。在二百多年的历史中，“兰学”确实使日本对西方科技的了解起了重要作用。但在日本被西方打开大门之前，中国文化的影响仍然比兰学大得多，在日本人眼中中国依然是最强大、文化最优秀的国家，所以中国的鸦片战争对当时的日本是一个直接的刺激，从另一方面更加强了他们对西方的认识和了解。日本大规模地引进西学，还是近代以后的事情。 

　　提问：您能评价一下今天的网络语言吗？ 
　　雷颐：对网络语言我最近关注得也比较多。说实话，“网语”我看了一些，简直看不太懂。有些网络语言的使用规则和我们现在通用的口语是根本不一样的。由于对语言意思理解不一样，有时候还会引发一些矛盾冲突。有一次我看中央台的体育节目，有一个篮球队老教练在比赛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怒斥一个年轻记者说，你为什么写我是“骨灰级”教练，有这样骂人的吗？当时我也感觉这个记者也真是不太像话了。但那个年轻记者连连解释说这话不是骂您的，是赞扬您老的。于是那个教练更愤怒了，说“骨灰级”还不是骂人！后来我儿子对我说，“骨灰级”是电子游戏中说“资格很老”的意思，也相当于“最高级”的意思，还有对某一派最忠诚、死了烧成灰都不改变的意思，确实不是骂人的话。后来我注意到，在许多媒体中，尤其是以青少年为主要阅读对象的媒体中，早就用“骨灰级”这个词了。前年“超女”使“PK”一夜之间走红，开始我也不知道什么是“PK”，还是问了孩子后，才知道“PK”也是电子游戏中的“对决”。这些事使我对网络语言产生了兴趣。现在，网络语言已渗入学生的作文中了，一些中小学老师也在学网络语言，这样才能和学生交流。所以作为一种发展，网络语言已经慢慢口语化了，这是无法控制的。而且，随着“电子一代”长大成人，进入包括媒体在内的各个领域，媒体、出版物上的“网语”将越来越多，其实现在已经不少了。 

　　现在报纸的很多文章里面都夹着外文字母了，什么卡拉OK、MP3、CDMA、DVD、GDP等等。我很赞同《现代汉语词典》的作法，把这些常用的西文字母开头的词语也作为“现代汉语”的一部分收录进去。有人反对收，但生活中人们常用，确实已成为“现代汉语”了。人们都说：“到医院做个CT。”没有说“到医院做X射线电子计算机断层扫描”的，如果这样说，严格要求也还不对，因为这“X”也不行，也是西文字母。大家都说到KTV唱歌去，不说到“机内预先录制无人乐队伴奏音响设备包房唱歌去”。看懂“DNA”的人比看懂“脱氧核糖核酸”的人要多得多吧；现在“全民皆股”，做股票的人天天要看“K线”，等等，这类事太多太多，也只会越来越多。“现汉”确实已无法将这类词汇排除在外。 

　　中国传统文字是竖写的，那种把横写的文字讥笑为“蟹行文”，把曲溜拐弯的字母文叫“蝌蚪文”，而我们现在的文字早就“蟹行”了，如今连许多报刊的文章中都加有“蝌蚪文”了，而随着网络的发展，以后词汇的变化更难预料。 

结束语 

　　感谢雷颐先生刚才精彩的演讲。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在使用语言，语言的许多变化、发展就发生在我们身边，但我们可能很少察觉。雷颐先生的演讲给大家一些启发，让我们跳出生活的圈子，从历史的角度来审视语言，认识到语言对历史、社会和文化的影响。让我们再次感谢雷颐先生。 
